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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文化动因

高静华

［摘 要］ 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蕴涵着传统慈善文化的底色，慈善事业发展程度折射出慈善文化

持久的影响力。中华慈善文化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行善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

生发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谱系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

人和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着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

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鲜明特色表现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导；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伦理基础；

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偏好直接捐赠的慈善模式；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长期并存；在精神

文明建设与社会向善中有巨大价值。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慈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华慈善文化形

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中国式慈善的现代化绝非是走向西方化，而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支撑，理性

建构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慈善事业。

［关键词］ 慈善文化；慈善伦理；慈善事业；现代慈善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民族、地域与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化具有

差异性。慈善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即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动态

性的特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慈善文化。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影响，

中华慈善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连续性与历史继承性，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或形式，同时又服务于

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重义轻利、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

这些美德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经久不衰，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灵魂与动力源。世界上几乎每一种

文化都把慈善作为基本道德规范和文化内容，表明自己对慈善活动的积极认同，a 一个国家慈

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离不开文化的塑造。那么，何为“慈善文化”？中华慈善文化的特色

是什么？如何形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价值引领、发展方向有何意

义？本研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  高静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慈善事业、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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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文化”的概念界定

（一）“慈善”的概念界定

“慈善”一词从词源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语境中最初是作为两个字分开使用的。“慈”代

表“慈爱”，如《说文解字》中有“慈，爱也”，a“慈”最初代表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慈爱，后来

逐渐发展为对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怜悯、同情。“爱”代表美好、善良，例如《说文解字》中有“善，

吉也”，b《论语·述而》中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c“善”在这里就是“美

好、善良”之意。尽管“慈”和“善”很长时间被分开使用，但都具有仁慈、善良的意思。“慈善”

两字作为一词一起使用最早出自《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

而己”，d 但直到明清时期，“慈善”才真正具有行善举的意思。当代中国，人们对“慈善”的理

解主要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从事帮助及关爱他人的行动。而“慈善”在西方的语境中，所对应的词

是 charity 和 philanthropy。前者经常被解释为“基督之爱”，主要指代教会向具体的个人施予的行为；e

后者经常被解释为热爱人类、博爱主义、人道、善心等道德含义。f对于这两个词，资中筠先生认为，

二者在含义上有所重叠，即都是指出自善爱之心而帮助有需要之人。g

目前，人们对“慈善”的认识以及学术界对“慈善”的定义不尽相同。郑功成首次从混合

型社会分配的视角对慈善事业进行界定，他指出“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

社会性救助事业，是一种混合型社会分配方式” 。h 他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本质特征是：“以

善爱之心为道德或伦理基础；以贫富差别的存在为社会基础；以社会捐献为独特的经济基础；

以民营公益机构为组织基础；以捐献者的意愿为实施基础；以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为发展基

础。”i 这应当是对现代慈善事业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表述。此外，有学者从慈善活动形式的视

角对“慈善”进行了界定，认为“慈善是公众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

会的自愿行为”。j 还有学者从慈善的动机、观念、行为、事业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认为

慈善动机具有“为人”和“无我”的特征，从观念上要发扬慈善的人道主义精神，慈善是积德

行善的行为，也是以调节、和谐、补救、福利社会与人群为目标的事业。k2016 年颁布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活动的定义不仅包括了传统的扶贫济困活动，而且涵盖了科教文

a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17 页。

b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 年，第 52 页。

c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03 页。

d 周中之：《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理想与现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e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02 页。

f  陈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190-191 页。

g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1 页。 
h 郑功成：《慈善事业的理论解析》，《慈善》1998 年第 2 期。

i 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j 徐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页。 
k 周秋光等：《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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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体等社会事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突发事故，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公益活动。a

从中可以看出，《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是“大慈善”的概念。

在对“慈善”进行概念界定时，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公益”一词。“慈善”

与“公益”的关系，究竟是“慈善”的概念小于“公益”还是“慈善”的范畴等同于“公益”

有过很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二者的外延越来越趋同，与其努力去界

定与解释“公益”与“慈善”的不同，不如努力制定推动慈善事业前进的新规则。b 虽然慈善

与公益的活动范围的确具有相通性，两者都具有普遍有益于社会的属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

呈现出动态性和发展性特征，现代慈善已将慈善与公益视为具有共同属性的范畴，c 但在我国

的现实情境中，“慈善”与“公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从组织属性上看，我国有大量的事业

单位和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群团组织，例如各级共青团、妇联、残联、工会等，还有免于登记的

社会团体，这些机构的活动范围有时与慈善活动的范围类似，可被视为公益组织，但不能被视

为法律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即使是从事慈善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也有大量机构

尚未被认定为慈善组织。从人事管理上看，有些群团组织是在编管理，中央编办管理机构编制

的群众团体有 22 家，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待遇参照机关事业单位管理，与倡导民间性的慈

善组织完全不同。因此，从现实来看，“公益”的内涵和外延仍然大于“慈善”。

尽管不同学者对慈善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但形成的共识为慈善是一种发自善心帮助他人

的行为。故本研究将“慈善”界定为“人们基于自愿精神，出于怜悯、同情、责任和公民意识，

向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捐赠或提供服务的行为”。

（二）对“慈善文化”概念的文献梳理

现有文献对于慈善文化的研究非常丰富，对中华传统慈善思想、慈善文化的来源、表现形

式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何为“慈善文化”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慈善文化的内涵上看，主

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慈善文化从内涵上侧重慈善观念和慈善伦理，是社会对有关慈善知识以及慈善态度

的一种意念模式和思想体系。d 周秋光从慈善物质文化、慈善精神文化、慈善制度文化三个层

面对慈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慈善精神文化”也称之为“慈善心理文化”，涵盖了

慈善的意识、动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其理念为平等互助、

善与人同、志愿服务、友好关爱。e 周中之从慈善伦理的视角出发，认为慈善的伦理动机与伦

理观念、慈善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规范皆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而建立。f

第二，慈善文化既是一种心理积淀，又是一种行为模式。慈善文化以慈善动机、慈善价值

观及其外化的慈善行为为主要形式。慈善理念和慈善行为由慈善文化产生，并通过慈善组织得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活动”的定义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
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一）扶贫、济困；（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三）  救助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五）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

b 杨团等：《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4-5 页。

c 郑功成：《慈善事业立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5 页。

d 汤仙月：《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南方论刊》2010 年第 6 期。

e 周秋光：《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史学月刊》2020 年第 8 期。

f 周中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伦理追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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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播成为系统化的慈善活动，从而构成慈善事业。a

第三，慈善文化不仅包括慈善观念与慈善行为，还包括慈善制度。例如，有学者认为慈善

文化是人类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的总和，主要包涵慈善观念、

慈善制度、慈善行为，三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进。b

上述讨论各有准确的一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慈善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慈善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对“慈善文化”的界定与分类

人类传统观念认为，文化由六种基本要素构成，包括信仰、价值观、规范和法令、符号、

技术、语言。结合“慈善”与“文化”的含义以及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慈善文化”

界定为：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有关慈善的思想观念、思

维方式、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的总和。慈善文化具有国家或民族特色，其基本要素

包括慈善信仰、慈善价值观、慈善规范、慈善法令、慈善符号、慈善语言。

按照不同的维度，可将“慈善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当前被广泛认同的当属广义与侠义

之分。狭义的慈善文化特指“指引人们践行慈善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及风俗习惯”，c

包括慈善的意识形态、慈善动机、慈善态度、慈善价值观念、慈善道德、慈善习俗。广义的慈

善文化可涵盖慈善行为和与之相适应的慈善制度、慈善组织机构。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来看慈善文化，则会有“传统慈善文化”与“现代慈善文化”之分。

康晓光认为传统中国慈善文化的表现形态就是“古典儒家慈善文化”，d 即以“仁”为核心的

古代慈善文化。而现代慈善文化不仅包括尊重、宽容、和平的理念，而且倡导人道主义和人本

价值，志愿精神和自愿原则，利他主义和道德多层次，陌生人伦理，感恩文化和散财效用观等。e

从慈善文化的品位与性质判断，还可分为先进慈善文化、落后慈善文化。从施善主体的动

机来讲，低层次的伪善与下善不属于先进文化，只有上善与至善才能被划入先进文化的范畴。f

如果从“以文教化”“文而化之”的角度理解慈善文化，那么慈善文化皆是优秀而先进的，并

无落后糟粕之遗留。

此外，从时间维度上，可将慈善文化分为古代慈善文化、近代慈善文化、现代慈善文化。

从空间维度上，分为东方慈善文化、西方慈善文化或者不同地域的慈善文化。从宗教属性上看，

可分为世俗慈善文化、宗教慈善文化。从不同的宗教影响看，可分为基督教慈善文化、佛教慈

善文化、伊斯兰慈善文化等。从流行性上，又可分为主流慈善文化与亚慈善文化。从不同的社

会层面上，还可分为大众慈善文化、贵族慈善文化、富豪慈善文化。

a  赵晓芳：《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兰州学刊》2013 年第 5 期；黄家瑶：《中西方慈善
文化的渊源比较及启示》，《学术界》2008 年第 4 期。

b  贾乐芳：《我国慈善文化的当代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肖国飞、任春晓：《论慈善文化的
道德意蕴》，《中州学刊》2007 年第 1 期。

c 陈东利、邵龙宝：《当下中国慈善文化困境与原因探析》，《兰州学刊》2011 年第 1 期。

d 康晓光：《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2 期。

e 杨方方：《慈善文化与中美慈善事业之比较》，《山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f 周忠华、黄芳：《慈善文化的多层性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州学刊》201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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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与路径

文化是影响人们慈善行动的潜在、深远因素。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心理结构，进而会影响

不同民族的慈善文化。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

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体现在：“是

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家庭即为伦理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a 在所有

文化渊源中，家文化无疑是对慈善事业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方面。中国人讲究“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b 指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

必然遭致更多的祸殃。也就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积累善行善德的家族，其福报不会断绝，

家族的后代也会承受福报。常常做不善之事的家族，就会经常发生灾祸，甚至连累后代。

梁漱溟先生也认为：“西方文化以宗教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代宗教、以

礼俗代法律，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团体和个人是

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c 如果说西方慈善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那么我们的慈善文化

则是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的地

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形成这种特殊慈善逻辑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

家文化对慈善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华慈善文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和原点，帮助

和互助行为从家开始。中国人的仁爱善行通常局限于家族内部或亲近之人，慈善大多是限于血

缘亲情之间的伦理性活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家庭观念塑造着人们慈善观念，家庭是人们

进行道德实践的首要场所。个人的慈善捐助行为也经常受到家人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教育和

榜样作用对成年子女的慈善行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家庭还对于激励个体捐赠具有积极作用，

慈善文化和观念、慈善精神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传递对推动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可忽

视的效应。中国的慈善捐赠决策常常以家庭为单位，且以夫妻共同名义和夫妻共同决定的模式

发生。d 父母的慈善精神对孩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文化、宗族宗祠文化、光宗耀祖文化、

福报文化对整个家庭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e

那么，中华慈善文化的行善逻辑是什么呢？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

仁也。”可见“亲亲”是“仁”的基本内容，并有其特定的施行范围，即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

人。“亲亲”是一种以家为原点、以血缘亲情为依据的差别之爱。路人之爱只能由“亲亲”之

爱外推而生，别无他途。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是一条自然的逻辑进路。f 因此，中华

传统慈善文化的行善逻辑是分层次的。 

在“亲亲”之爱的前提下是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成圣成贤，古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心性论为主干的“内圣”哲学作为“儒”的根本特征深刻影响人们立身处世的道德

a 李泽厚：《说文化心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b 杨天才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22 年，第 39 页。

c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50-92 页。

d 朱健刚、刘艺非：《中国城镇家庭收入与慈善捐赠》，《学术研究》2020 年第 1 期。

e 杨永娇、张东：《中国家庭捐赠的持续性行为研究》，《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f  陈继红、辛晓红：《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江
海学刊》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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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和济世救民的责任，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a《大学》关于“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刻反映了这种文化心理。对君子而言，修身齐家、造福社会、利他至

善是成就自我的必由之路，与慈善利他的精神是统一的。

那么，怎么去理解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团体”呢？中国人真的没有“社会”的概念吗？非也！

与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人社会与宗教团体不同，我们是一个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在宗法关系的基

础上发展，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宗法社会、世俗社会。在古代，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也是熟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同乡会、同业会、居

委会、村委会、各种社区组织则是社会的扩大化。而到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社会，

同样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鼓励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

活动，本身就是传统慈善文化的体现。

所以，本研究将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路径概括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人和社会”，

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的是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生理想

与价值追求。治国平天下则是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强调“家国一体”，对国家和社

会要有责任与奉献精神。

三、中华慈善文化的鲜明特色

（一）慈善思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导

中华传统慈善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

在所有思想渊源中，儒家文化对慈善事业的影响最为深远，使中华慈善文化呈现出以儒家“仁爱”

思想为主导的鲜明特色。古代先哲们从人性善恶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中华慈善文化之核心要义

“仁”进行了丰富的阐述，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中国的礼制、礼意与修身作人准则的儒家典籍《礼

记·礼运》中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b《论语》明确提出了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c 要求君子具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精神素养。孔子之后的诸子贤哲也对“仁爱”进行了论说，最著名的当属孟子的“性

善说”“四端说”。孟子认为，教育和环境可以培养人的善端，发展出仁义圣善之德，“人皆

可以为尧舜”，d 这种人性论观点对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影响深远。他还提出“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理想社会，e 描述了我国古代家庭、邻里、朋友相亲相助

的和睦景象，是中华民族互助文化的具体体现。此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f 的儒家经典思想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于个人而言，运用同理心将爱与温情扩展到其他人身上，是一条提升自身品格之路；

a 高静华：《人性情感与制度文化：国外慈善捐赠动机研究综述与启示》，《社会政策研究》2019 年第 2 期。

b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 年，第 419 页。

c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85 页。

d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9 年，第 305 页。

e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28-129 页。

f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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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而言，用“缘情入理”的方法建设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彰显了“推己及人”的精神。

此外，王阳明的“良知说”、a 钱穆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人道精神、德性精神”b 所

饱含的慈善思想，均是研究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深厚土壤。

除儒家思想学说外，墨子“兼爱说”之“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c

《庄子·外篇·天地》记载的“爱人利物之谓仁”（爱天下人、利于万物，叫作仁），d《韩

非子·解老》记载的“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e（从心底里快乐的爱人）对中华慈善文

化的塑造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慈善文化体系，并把它当

作人们修身养性、践行美德和规范行为的标准。

此外，我们不可忽视“善恶文化”与“报文化”对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影响力。笔者认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语境中善恶文化和“五伦”关系影响着人们的报恩与报答

行为，还使与佛教“业报”相关联的善举经常发生。例如，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因果报应说。二

是乡村信仰文化融合了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和地方神灵信仰等，其中蕴含

许多与慈善有关的信仰观念，如慈航普渡、善恶报应、积德行善等。许多慈善活动依托祠堂、

庙宇等信仰空间来开展，借助这些公共文化空间背后的信仰力量，强化人们的血缘、地缘和神

缘认同，以此激发人们的慈善参与热情。三是中国人讲究“恩有源、惠有主”“知恩图报”，

人们习惯性的认为“好人有好报”。因此，“报”有两层含义，一是“报答”，指个体对他人

帮助的感恩回馈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感激感恩行为。二是佛教思想的“报应”，指“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影响着人们的善恶选择和慈善行为。f

综上，中华慈善文化虽然融合了佛教的善恶报应、慈悲观与劝善思想与道家的禁恶扬善主

张，并在明清时期和近代渐渐融入了基督教文化的“博爱”“布施”“救赎”“人道”等慈善

思想观念，但深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导的鲜明特色，儒家

思想与慈善文化的连接可谓最为紧密。

（二）慈善伦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

中华传统慈善伦理主张亲疏有别、爱有差等，重视血缘性的家庭、亲族间广泛而自然的纵横

联系以及亲族的利益、关系，成为了人们行善的基本遵循。因此，中国的慈善伦理以宗法血缘关

系或者家族宗法关系为基础，使我国民间慈善的形态多以家族慈善为主（指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助

帮扶行为，非现代意义上的“家族慈善”），国人行善的逻辑顺序表现为由近及远，逻辑进路是

推己及人，传统慈善文化由此呈现出了爱有差等、由亲及疏、差序格局的基本特征。形成这种慈

善伦理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处于小农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慈善伦理规范需要与一家一户的自然

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作为熟人社会的产物，必然明显地打着血缘、族缘、地缘、乡缘的印记。g

有学者认为慈善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由“家”及“国”的宗法内涵，家国模式是儒家道德概

a ［明］王守仁撰，王晓昕译注：《传习录译注》，中华书局，2018 年，第 7 页。

b 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21 年，第 146 页。

c 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27 页。

d 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78 页。

e 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88 页。

f 高静华：《利他还是交换：群体视角下慈善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g 周中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伦理追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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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反映，家国理念往往造就了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行为逻辑，a 这种观点虽然肯定了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血缘组织不仅没有解体，而且作为国家经济、组

织中的基本体制，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慈善行为。但是忽略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士文化”

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文化，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激发人们慷慨救国的家国情怀所发挥的巨

大作用。毕竟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家国一体”关系的本质是“忠孝一体”，忠孝作为一种道

德范畴，本身就在影响、促进以及约束人们的慈善行为。

（三）慈善行为：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

中国人的仁爱与慈善行为具有浓厚的家族特征，通常情况先限于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或者

家族内部，基本遵循着“亲疏远近”的原则。b差序格局、爱有差等导致熟人慈善行为经常发生，

成为了我国慈善捐赠的一个突出特点。相较于陌生人，中国人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私人关系（朋

友关系、亲戚关系、老乡关系、同事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没有关系的外人，这使得大量善

款首先流向熟人而不是陌生人。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乡土文化、睦邻友好、造福乡梓、衣锦还乡、

光宗耀祖的观念根深蒂固，得到亲友的尊重、乡民的认可对老百姓的慈善行为有重要激励作用。

“与让我捐款的人关系亲近”“捐赠让我与关心的人有联系”“捐款让我与社区更加紧密”显

著影响公众的捐赠行为。很多人在发达之后回报社会、感恩母校、回报帮助过他们的人，受资

助的人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报恩均是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强烈反应。这种熟人之间的信任逻辑

也在影响着网络慈善的发展，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传统的慈善募捐依然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熟人之间通过线下筹款反而会收到更多的慈善捐助。c 另外，相较于民间发起的慈

善机构和具有国际背景的慈善机构，国人倾向于更加信任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和群团组织，

本质上也是特殊信任在起作用。

（四）慈善偏好：直接捐赠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慈善的行为偏好方面，除了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外，相较于通过慈善组织捐赠，

国人更偏好向受益人直接捐赠的慈善模式。在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社会中，存在大量直接帮助受

助人的情形。中国家喻户晓的品牌慈善项目“希望工程”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一对一的

慈善模式契合了国人的捐赠习惯。尽管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慈善组织的设立使捐赠人与受益

人分离，减少了恩赐的色彩，促使助人行为从慈悲走向正义，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照顾老家的五

保户、捐赠不要免税、直接帮助的普遍现象。即便是如今流行的社区慈善和网络慈善，同样体

现着过去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文化底色，只不过是行善的方式借助了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而

已。这与欧美国家普遍流行的不特定受益人的慈善截然不同，应当属于中国特色的慈善现象。

根据笔者的一项调查，中国人的非正式慈善捐赠非常盛行，熟人慈善反映了特殊信任文化对人

们捐赠动机和行为的深刻影响。d 如果我们不正视自己的传统，刻意追求不特定受益人的公益

a 贾乐芳：《我国慈善文化的当代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b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学海》2007 年第 3 期。

c  邵培樟、张朦薇：《人们会在网上做更多慈善吗 ?——“互联网 + 慈善”模式对个体慈善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财经论丛》2019 年第 6 期。

d  笔者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1 日进行了“公众慈善捐赠调查”，共回收了 620 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慈
善捐赠行为中，被访者 2019 年直接捐赠过的比例高达 95%，其中 33% 的被调查者向朋友直接捐赠过，28% 的被调
查者向亲戚直接捐赠过，24% 的被调查者向流浪乞讨人员直接捐赠过，14% 的被调查者向老乡直接捐赠过，8% 的
被调查者向邻居直接捐赠过，56% 的被调查者向患病求助者捐赠过，说明中国人的非正式慈善捐赠依然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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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忽略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直接捐赠，那么大量存在和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帮助行为和

社区互助行为将会失去生命力，一定不利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倡导公

开募捐的慈善组织为特定个体开展募捐活动，也不是否认通过向慈善组织捐款开展慈善活动，

而是尊重和正视中国特色的慈善实践，保持多元和包容的慈善文化，让慈善因多元变得更加丰

富和美好。

（五）慈善主体：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长期并存 

从慈善事业发展的主体来看，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与民间

慈善长期并存，政府在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在古代，官办

的社会救济与民间宗族慈善和家族慈善多元并举，共同构成传统慈善救助与福利体系。古代执

政者通常把爱民的慈善关怀纳入其政治实践中，a 把它当作重视民本、惠施仁政、维护国家稳

定的工具。与此同时，民间慈善与家族保障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政府允许和鼓励民间兴办“宗

族慈善事业”，形成了乡贤、士绅积极组织和参与民间慈善的局面。而到了近现代，政府会运

用公权力创办许多官方慈善组织，动员社会各界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积极捐款，有时还对

慈善事业的运行进行干预。不过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成为了最

重要的福利责任主体，而民间慈善不过是政府保障的补充而已。

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长期盛行，缘于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深受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重

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促使政府通过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助制度、设立官

办的救助机构、实施善政等措施践行其政治主张，这既是政府爱民的表现，也是其应尽的道德

责任。虽然官办慈善是我国文化传统和政治态势下的特殊产物，但在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

政府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成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支持者，使政府保障与民间

慈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六）慈善价值：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向善

从慈善的社会价值来看，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另一特色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向善中

具有独特作用。慈善的道德理念一直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激

励国人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慈善行为是慈善主体基于道德观念而发生的道德实践，其本质

是一项道德事业，通过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德治国在中国具有

深厚的社会基础，我们所熟知的“君子”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属性，历代文人士大夫皆

以君子之道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对其慈善品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核

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圣人治世”和“贤能政治”

的理论基础。儒家对道德教化功能的强调与重视，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统治者的“圣

明”“仁政”，进而产生感恩戴德的色彩，发自内心的“忠君”，并形成强烈的道德认同。

儒家思想在道德价值排序中，也将道德置于功利之前。这种“以义取利”“以利济世”“重

义轻利”的思想必然要求道德主体确立强烈的社会的责任感。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儒商如

子贡、胡雪岩、张謇等人，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发挥道德引领或感召功能的大慈善家。普

通老百姓则将自己的善行与福报结合，认同积德行善、好人有好报，皆是把慈善当成是一种

道德积累的手段。另外，中国慈善救济的伦理传统倡导“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a 贺更粹：《论儒家慈善观的理路》，《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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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否则将影响对受助者的道德评价与人格培养。民国时期的大慈善

家熊希龄先生提出“重人道、轻名利、尽义务”的慈善观，强调“既救人之命，又救人之心”，

要求接受慈善救助的受惠者能够回馈社会，成为有道德的人。现代社会依然强调慈善对道德

建设的作用，将慈善看作一种道德实践活动，慈善事业是弘扬互助友爱精神和建设积极向上

的伦理道德的最好途径与方式，a 对促进精神共同富裕、提升社会价值、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的空间是无限的。b 因此，我们要重视慈善褒奖对激发国人行善的激励作用，建立从国家到

乡镇一级的多层级、多元化社会褒奖机制，以表彰、宣传人们在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领域的

突出贡献。通过完善慈善褒奖机制，树立慈善楷模，弘扬社会正能量，形成全民崇善、扬善、

向善的良好风尚，进而提升慈善的社会价值。

四、中华慈善文化形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

（一）价值观念：强调集体主义与家国一体

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在价值理念上强调集体主义与家国一体，表现在：其一，我们自

古以来就强调家的共同体意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首先是从家的集体主义出发，强调承担家庭

责任、为家庭奉献。在此基础上，慈善行为再以“家”为原点向外扩散，从爱家人到爱亲戚、

邻居、朋友扩展。个人的慈善行为经常也在集体的框架中实施，比如单位、城乡社区等集体中

的互助行为。 其二，进入现代社会，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

逐渐成为了现代中华慈善文化的核心要旨，从而影响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其价值理念承

载了忠义报国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要素，对于激发国民的慈善行动具有深远

意义。其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定位是服从国家的利益，做政府的帮手。政府通常在各项规

划中引导慈善组织参与国家的战略，慈善事业被纳入国家发展全局和大局。

家国一体对国民的慈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家社会，国

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是趋同的，宗法关系因而渗透

于整个社会。笔者研究发现，家族文化塑造着人们的行善动机。中国人历来重视家族传承，很

多人走上热衷慈善事业的道路，是对父母道德行为模式的强烈认同。父母的乐于助人的行为给

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于弱者及其痛苦会拥有更强的共情能力。有的人深受父母言

传身教的影响，把父母当作慈善的榜样，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便帮助别人，还通过成立慈善组

织传承这种公益精神。有的慈善家认为家族的传统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更重要的用途乃是为

着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这些都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和慈善基因的延续。“家国情怀”的慈善精

神对富人的慈善捐赠作用尤其显著。西方富人慈善更多地被看作是通过个人财富表达对公共事

务理解的方式，c 在个人主义情境下，富人进行慈善捐赠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支持感兴趣的公益领域，并且很多捐助者期望能直接获得个人利益。例如，对癌症、

a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学海》2007 年第 3 期。

b 郑功成：《促进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着力点》，《中国民政》2022 年第 17 期。

c  杨义凤：《富人慈善动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西方文献述评及对中国的意义》，《学习与实践》2012 年
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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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或肺储备的捐赠是由于将来可能需要它们的服务。其他更直接的例子是对宗教组织、文化

活动、图书馆等的捐赠。与西方的富人不同，中国的富人在进行慈善捐赠时，更强调国家认同

和社会团结。向国家和社会表达感激与感恩是中国慈善家独特的一种家国情怀，很多企业家认

为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没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企业的成功和财富的获得，

所以在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企业家要饮水思源，向国家和社会表达感恩，通过公益回报社会。

从这一点来讲，“家国情怀”在国人尤其是富人群体的慈善行动中表现非常明显。

（二）慈善话语：偏好慈善和社会组织的提法

慈善文化包括慈善话语，慈善话语是一种特殊的慈善文化现象，是人们慈善价值观、慈善

法律条例的直接反映。慈善语言和慈善文化相辅相成，中华慈善文化依赖慈善话语进行传播，

慈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以情感和社会伦理为

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明中华慈善事业是由同情心怜悯心生发仁爱，

不是以宗教为感情的慈善事业。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才开始强调“公益”的理念。公益本

就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的底层逻辑为社会契约，即强调每个人同意以契约和共同利益的方式

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与中国语境中基于情感和伦理精神所理解的慈善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公

益与慈善的概念和应用之争从未停止，一直贯穿于《慈善法》的立法和修法过程。尽管《慈善法》

第 3 条对慈善事业公益属性的界定，相当于把“慈善活动”等同于“公益活动”，将慈善事业

框定为公共利益，但从法律的实质性内涵来看，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语境中的“慈善”概念。

此外，长期以来政府推动、支持甚至主导慈善事业发展是希望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有益作用，

而不是与其唱反调或者对抗，所以在官方的政策文件中，偏好“慈善事业”“社会组织”“第

三次分配”等不包含政治立场的提法，基本不使用“非政府组织（NGO）”“第三部门”“草

根组织”“志愿部门”等包含政治意味的话语，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慈善话语体系。

（三）政社关系：吸纳控制与合作共生交织

中华慈善文化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社关系。在我国

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影响下，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与西方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非西

方政社关系理论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关于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丰富

的研究。康晓光、韩恒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与“分类控制体系”，认为在“行政吸纳社会”

的体制中，国家与社会不是分离，更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融合；政府会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

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a 从政社关系的变迁来看，它

内生于社会组织的政策过程，在政策图景转换下，先后经历了分类控制、监管控制到赋权控制

三个阶段的深刻调整。b 不过，有学者认为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其关系

的发展远远超脱了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双重赋权、分类控制、体制吸纳、管家关系等理论的

解释框架，而是逐渐由“行政吸纳”演化为制度化的“策略性合作”关系。c 还有学者对十八

大以来的中国政社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政社关系改革实践中出现了开放有限、控制有余、选

a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b  李健等：《间断均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变迁：基于 1950-2017 年我国社会组织政策考察》，《中国行政管理》
2018 年第 12 期。

c  程坤鹏、徐家良：《从行政吸纳到策略性合作：新时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互动逻辑》，《治理研究》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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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执行的局面。a 另有学者提出了“分化型政社关系”“共生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观点。b 可

见，关于政社关系的类型及形成逻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社关系作为深

受传统慈善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控制与吸纳本身就说明了官

方保障的传统优势与路径依赖依然非常显著，共生、融合与合作又表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

新型的政社关系正在形成。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是此消彼长还是合作共生、融合发展，如何处

理二者的关系，仍然是关乎慈善事业定位及长远发展的关键课题。

（四）分配逻辑：助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离不开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体系中的助力，从制度的

顶层设计来看，国家对现代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定位是作为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的，

慈善事业被置入国家发展的全局。收入分配中“初、再、三”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分配领域体

现着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除了强调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功能外，促

进慈善事业大发展，还需要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慈善事业的反作用。原因有：其一，慈善

事业虽为自愿共享，但离不开税收的强制共享机制，比如遗产税，更离不开捐赠税收扣除和抵

免的促进激励作用，第三次分配实则是自愿机制和强制机制共同发力。其二，慈善行业是一个

可以为就业作出贡献的新的就业领域，但慈善行业的薪酬水平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行业的专

业化、职业化发展。如果未来慈善领域从业人数占总就业量的 10%，那么公益人的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也是不小的份额。通过增加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缩小与机关、企事业单

位劳动报酬的差距，可以提升公益人的价值和尊严，增强慈善行业的职业尊严感。其三，从慈

善组织的发展来看，政府已经成为非营利人类服务机构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远远超过了私人捐

赠和服务收费。慈善事业的大发展一方面是捐赠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一定以社会服务类慈善

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基础。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财政资源，应当倾向于提供各项人类服务

的福利服务机构。此外，为了促进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还应针对慈善组织符合慈善目的的

投资经营收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中的积极作用，应重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其形成的反作用，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是第三次分配，

可能会出现重慈善捐赠、轻慈善服务，重捐赠人、轻慈善组织和慈善从业者价值的情况，不利

于建立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

（五）福利功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有机融合

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是其他任何部门无法比拟的，

在资金保障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无疑是最重要的福利责任主体。多层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发

展方向，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福利需求，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增加多元供给，慈善

组织可在福利服务递送中发挥作用和彰显价值。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慈善组织成为独立的

福利供给主体奠定了基础。从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福利分散化和私有化、福利社会化、福利生产、

福利递送、社会团结等多个视角，最终确立了慈善组织在福利多元主义中的独特地位，为发挥

a 陈建国：《开放、控制和选择性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国政社关系观察》，《兰州学刊》2018 年第 5 期。

b  朱光喜：《分化型政社关系、社会企业家行动策略与社会组织发展——以广西 P 市 Y 协会及其孵化机构为例》，
《公共管理学报》2019 年第 2 期；宋道雷：《共生型国家社会关系：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视角研究》，《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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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部门的福利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a 这客观上引发了慈善事业与国家法定社会保障关系的

演变，二者的关系随着福利国家的改革经历了替代—补充—融合的动态调整。现代慈善事业是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补充保障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并不会挤压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根据国际经验，往往是政府着力最多的福利领域非营利组织

最为活跃，非营利部门的扩张实际上是福利国家政策的副产品。反而是在削减福利时期，由于

失去了政府的资金保障，慈善组织难以寻找替代性的资金来源或者减少慈善活动，变得越来越

商业化。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社会发展进步对慈善事业的需要，

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潜力，慈善事业要与社会保障制度有机融合。

五、结语

各国慈善发展是所在国家及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其中，社会因素（社会财富分配、社会问题的存在）决定着对慈善事业的需求程度，经济因素（经

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着慈善捐赠规模的大小，制度因素（遗产税等税收制度、慈

善褒奖制度）决定着慈善事业发展的快与慢，文化因素（文化基因、文化认同）决定着慈善模式

的选择。只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才能理性地建构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慈善事业。

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慈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慈善事业的现代化，但慈

善事业的现代化绝非是走向西方化，而是要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属性，发

展根植于本土的慈善理论，走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第一，要以传统文化为支撑，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文

化皆是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

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慈善事业的各项改革举措不应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导向，而要

以价值理性为引领，以推动人们的情感纽带建立和修复为目标，把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作为关键

抓手和着力点，因为这与宗法体制和熟人社会的传统文化完全吻合。

第二，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情境中，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至关重要。传统体制的路径依

赖非一日可以改变，政府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慈善事

业的政社关系绝非是走向对抗，而应该是走向合作。我们需要警惕将政府与慈善组织对立、排

斥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的误区，既要发挥政府在法制建设、价值引领、财税支持、有效监管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明确政府的边界问题，允许慈善事业的多样化发展，让民间慈善组织有

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三，慈善事业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支持和参与的事业，慈善捐献属于第三次分配，

慈善事业整体则属于混合型分配，既包含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也包含来自税收的财政资源再分

配份额。b 为了更好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应当将其贯穿于收入分配的全过程，不仅关注慈

善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还要强调慈善领域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和政府对慈

a 高静华：《福利多元主义中的慈善部门研究》，《社会福利（理论版）》2017 年第 10 期。

b 郑功成：《激发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无限潜力》，《社会科学报》，2020 年 5 月 2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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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组织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在再分配中的意义与价值。将慈善事业整体视为混合型分配，

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体系，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共同富裕中的巨大价值。

第四，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的有机融合。强调慈善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性作用和独特

功能并不是要否定、摒弃、减少政府的福利责任，而是同步增长政府与慈善组织在保障体系中

的作用，使二者能够融合发展，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民福利的提升。只有服从于国家现代化

和共同富裕的大局，与法定社会保障有机融合、良性互动，慈善事业才能在增进民生福祉和中

国式现代化中释放出无穷的潜力。

The Cultural Motivation of Philanthropy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Gao Jing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anthropy is based on traditional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refl ects the enduring infl uence of philanthropic culture. Chinese philanthropic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families and spreads outward from them. Families thus become the logical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anthropic culture, the place where love and goodness originated, and the source of kindness. In 

Chinese philanthropic culture, "family comes fi rst,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come second, and the state 

comes last". The sequence reflects the care from families and patriotism, and implies ideals and 

pursuits of individual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philanthropic culture include: (1) being 

dominated by the Confu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2) taking patriarchal kinship as a basis for ethics; 

(3)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loseness and special trust; (4) a 

preference for direct donations; (5) a long-term coexistence of charities run by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charities, and (6)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a kinder 

society. Cultural diversity brings about varied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is not a move toward a Western-style one, but to construct a 

system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uited to China's real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hilanthropic culture; philanthropic ethics; philanthropic endeavors; modern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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